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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汉代的《史记》研究

第一节　　时代背景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之一，两汉四百年学术的发

展也随时代变化而具有不同的特点。汉初在长期战乱之后，需要

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所以朝廷推行清静无为的政策，与民休息。

在目睹秦朝灭亡的过程之后，当时人们也充分意识到以古为鉴的

重要性。据《史记 郦生陆贾列传》记载，在汉高祖刘邦建立汉王

朝后“，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祖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

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

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

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

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

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者何，及古成败之

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

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陆贾撰《新语》指出，汉王

朝必须以秦亡为鉴戒，施行仁政，实行无为而治。陆贾的主张深

刻地反映了汉初社会休息民力，恢复生产的紧迫要求，所以得到

高祖和群臣的赞赏，并奠定了汉初几十年间无为而治的理论基

础。直到东汉初年，王充对《新语》仍给予很高的评价，说：“皆言

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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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文帝圣之言，不能过增。” 时代的贾谊对秦亡教训作了更为

系统的总结，他在《过秦论》中深刻地剖析秦朝成败兴亡之理。司马

迁对《过秦论》由衷称赞“：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 并在《秦始皇本

纪》及《陈涉世家》中大段引用了《过秦论》的原文。与贾谊同一时代

的政治家贾山写有《至言》，在总结历代兴亡的经验的基础上，得出

“人主不得闻其过失”“，则社稷危矣”“，闻其过失而改之，见义而从

之，所以永有天下也”的结论。 可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当朝者

提供鉴戒已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共识，这种重视反思历史，以史为鉴

的做法对司马迁也产生很大影响。

西汉初年，在文化学术方面，政府一般不加干预，因而自汉初至

文、景及武帝前期，仍然延续了战国时期各家学说互相交流融会，百

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与西汉国力处于上升时期相适应，这一时

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都呈现出一派蓬勃的生机，《史记》就是在

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到武帝时，采纳董仲舒提出的“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

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

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

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的建议，把不符合统治者需要

的各家学说都作为罢黜压制的对象。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政策的推行，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其后，汉宣帝召集

群臣在石渠阁论经，并亲临决断，定五经异同。东汉章帝在建初四年

年）召开白虎观会议，将谶纬与今文经学混为一体，作为整个社会

的主导思想，并将强调“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纲纪”等集政治、道德、伦

理为一体的种种规定都写进《白虎通义》中，明显加强了对人们思想

《论衡 案书 年》，《论衡校释》，［汉］王充著，黄晖校释，中华书局

版。

《史记 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 年版。

《汉书 贾山传》，中华书局 年版。

《汉书 董仲舒传》，中华书局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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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钳制。东汉时期，儒学与阴阳五行和谶纬学说相结合，使得阴阳灾

谶纬迷信在异说和 当时社会上广为流行。这一时期，有一些有见识

的学者继承了孔子、司马迁以来不妄论灾异，重视人事，重视总结政

治成败经验的传统，对唯心迷信的谶纬学说作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和

批判。这在王充、桓谭等学者对《史记》的评论中也有所反映。

西汉王朝建立后，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已注意到史书编纂的重

要性，但史官的政治地位与治经的儒生相比还是相差很远的。西汉

时期，经学的繁盛为历史著述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材料及著作形

式，这在一定程度为史书的编纂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经学的繁盛及

儒家思想的独尊又使史学始终处于经学附庸的地位，不利于史学的

独立发展。在充分利用经学著述的资料和形式的同时，史家们也大

多以五经为标准，将自己的史著视为经学的辅翼和对经学的解说。

西汉后期，随着儒家经学独尊地位的确定，史书编纂更加成为经

学的附庸。当时从事史书编纂的学者，主要也是以治经为主的。如

褚少孙就是以经术为郎，后为博士，并师事大儒王式。刘知几在《史

通 史官建置》中说续写《史记》者都是“并以别职来知史务”，太史公

一职已名存实亡，只是执掌四时星历之事，这对史学发展是没有好处

的。西汉末扬雄力倡宗经，对儒家经典极力推崇，虽然他曾校理群

书，续写《史记》，并肯定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但又对司马迁及《史记》

不完全符合儒家经典学说多有微词。

东汉初年，儒家思想已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同时东汉也是史学

批评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史学著作呈现初步繁荣，史书

类别比先秦时期明显增多，其中便有对史籍和史事进行评论的史评。

东汉史学虽有了进一步发展，但依然笼罩在经学的影响之中，班固

《汉书 艺文志》将《史记》等史书收入“六艺略”的“春秋类”中，居于六

艺之末。直到魏晋南北朝时，儒家统治地位被动摇，史学才从经学的

禁锢中解放出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得到飞速发展，出现了十

分繁荣的景象。但整个封建社会中，经学对史学的影响始终存在，只

①参见《后汉书 桓谭传》，中华书局 年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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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像两汉时期那么突出罢了。

两汉时期的《史记》研究虽然刚刚起步，却已对《史记》的思想、取

材、体例等许多方面进行了评论，虽大多只是简单提及，没有作进一

步深入的讨论，但对后代《史记》研究很有启发，后代史记学研究基本

上是围绕汉代提出的问题进行的，并在其基础之上，不断有所开拓。

这一时期的《史记》评论的代表人物是扬雄、王充、班彪、班固，其中扬

雄提出 《后传》优于《太史“实录”“、爱奇”等说法，王充所提出的班彪

公书》的评论，班彪、班固对《史记》体例、风格、思想等方面的批评，都

对后代《史记》评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一些东汉学者对《史记》有零星的评论。如张衡，《后汉书

张衡传》记载张衡奏上司马迁、班固所记史事与典籍不合的十余件，

其中有一条为“：史迁独载五帝，不记三皇，今宜并录。”可见当时学者

对远古的历史很关心，并要求在史书中有所著录。

《后汉书 张衡传》中还记载，张衡作《应间》，其中提到“：故一介

之策，各有攸建，子长谍之，烂然有第。”章怀太子注“：司马迁字子长，

作《史记》，著功臣等传，烂然各有第序也。”称赞《史记》为功臣立传，

叙事清楚有序，各有特点。

东汉刘毅也进一步提出作史要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主张：“臣闻

《易》载羲农而皇德著，《书》述唐虞而帝道崇。故虽圣明，必书功于竹

帛，流音于管弦。“”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汉之旧典，世有注记。夫

道有夷崇，治有进退，若善政不述，细异辄书，是为尧、汤负洪水、大旱

之责，而无咸熙、假天之美。” 强调没有史书的记载，君王的业绩就

不能彰扬。

第二节《史记》流传中的几个问题

一、残缺和续补

两汉时期，是《史记》成书、传播和学者们开始对其进行研究的时

《后汉书 和熹邓后纪》，中华书局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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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总结自己作史的情况时说“：凡百三十

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

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

人君子。”司马贞《史记索隐》对此的注释为“：言正本藏之书府，副本

留京师也。《穆天子传》云‘天子北征，至于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彻

中绳，先王所谓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则此谓藏之名山

是也。”他认为司马迁所说的“名山”是指皇家藏书之地。尽管后人对

司马迁所说的“名山”“、京师”的含义有不同的认识，但大多根据司马

迁这段自述认定《史记》最初完成时有司马迁手定的正副两本。

据《汉书 司马迁传》记载“：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

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这里提到司马迁去世后“其书稍

出”，并将其与杨恽“遂宣布焉”相对而言，可见《史记》在司马迁去世

后不久，就慢慢在民间流传，但正式将《史记》一书公之于世却是在宣

帝时由司马迁外孙杨恽完成的。《汉书 杨敞传》后附的《杨恽传》中

记载“：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

能称。”杨恽认真研读《史记》，并献出家中所藏的《史记》原本，促进了

《史记》的传播，扩大了《史记》的影响，为学者们提供了对《史记》进行

学习和研究的条件。

西汉朝廷对《史记》控制很严，据《汉书 宣元六王传》载，成帝时，

东平思王刘宇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

凤，对曰：‘臣闻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礼不言。今东平王幸得

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诸子书或

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

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

予。’⋯⋯对奏，天子如凤言，遂不与。”这说明到成帝时，诸侯王想读

《史记》，还要向皇帝呈请。《汉书 叙传》记载班固仲祖班斿博学多

才，与刘向同校秘书，成帝很欣赏和器重他的才能，为表示嘉奖“，赐

以秘书之副”，其中就包括《太史公书》，因当时“时书不布”，与东平思

王求《太史公书》未获批准相比，整个班氏家族都为此感到荣耀。由

此可见在西汉要见到《史记》还不是件很容易的事。由于《史记》篇帙



第 6 页

巨大，再加上个人需要不同，所以当时《史记》经常是单卷别行，《后汉

书 窦融传》记载光武帝非常赏识窦融，“乃赐融以外属图，及太史公

《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这是见于记载的《史记》单篇流

行的开 《后 王景传》中也记载明帝时因王景治水有功，就赐汉书始，

他《河渠书》。可见在汉代《史记》常常是单卷别行的，这也是后来《史

记》篇章散乱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史记》记事截止汉武帝时期，随着《史记》的流传，开始有人

续写《史记》未涉及的武帝以后的西汉史，东汉出现的续写《史记》之

作就有十几家。另外，由于《史记》在流传中有残缺，汉代也出现了以

褚少孙为代表的补缺之作。续写与补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

对《史记》记事下限的延伸，一个是对其篇章残缺错乱的纠正和补充，

其出发点是有所不同的。

据《后汉书 班彪传》记载，班彪认为“：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

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

书。”于是班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

史而讥正得失。”李贤注“：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

山之徒也。”王充《论衡 须颂》中说“：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扬子

云录宣帝以至哀、平。”提到扬雄曾续写《史记》未记载的西汉宣帝至

哀帝、平帝时期的历史，可惜今天扬雄所续写的《史记》已不传。今本

《史记 司马相如列传》的“太史公曰”中讲“：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

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司马迁作《史记》时

不可能收入生活在东汉的扬雄的评论，这段话为后人所加是毫无疑

问的，但是否扬雄所续加，就不得而知了。

除班彪提到的几个好事者之外，《汉书 艺文志》“春秋家”下还著

录了“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据颜师古《汉书注》“（商）后事刘

向”，冯商是刘向的弟子。韦昭注中也提到“：冯商受诏续《太史公》十

余篇，在班彪《别录》。商字子高。”唐代刘知几在《史通 古今正史》中

又讲“：《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

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

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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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伪

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者也。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

传》六十五篇。”可见东汉续写《史记》的有十几家，只是这些续写之作

均已失传。

对班彪为续写《史记》而作的《后传》，人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王

充将其与董仲舒整理总结孔子的学说相提并论。 案书》中说：《论衡

“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汉，终其末，尽也。皮续《太史公书》，盖其

义也。”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也说“：彪既后迁而述，所以条流更明，

是兼采众贤，群理毕备，故其旨富，其词文，是以近代诸儒共行钻仰。”

郑樵《通志 总序》中说“：善学司马迁者，莫如班彪。彪续迁书，自孝

武至于后汉；欲令后人之续己，如己之续迁；既无衍文，又无绝绪，世

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继志也。”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班彪所作

《后传》，在当时诸多《史记》续写之作中，可算是一佼佼者，在体裁、内

容及风格方面都对《史记》有所继承，并且体例比《史记》更加完善，难

怪班彪要指责其他续作“其言鄙俗”了。但此书今已失传，我们只能

从班固的《汉书》中寻找班彪《后传》的痕迹了。

李贤在《后汉书 班彪传》注中提到的补作《史记》的“好事者”中，

还包括了褚少孙，但应该注意的是，班彪和其他人续写《史记》未记的

武帝之后的西汉史与褚少孙补《史记》之缺是两回事，是不能混为一

谈的。

关于《史记》的残缺，裴骃在《史记集解》中引《汉旧仪》卫宏曰：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卫宏

是见于记载的最早提出《史记》有亡缺的人。此后，魏王肃、西晋葛洪

继承了卫宏的“削书说”，分别在《三国志 王肃传》及《西京杂记》卷六

中阐述了类似的观点。但因《汉书》注家臣瓒、晋灼等都指出卫宏书

中有许多错误，所以他的“削书说”受到历代学者的非难。特别是清

代学者多以《史记》本身的内容为依据，对“削书说”进行反驳。如梁

玉绳以《太史公自序》为依据，驳斥“削书说”“：且史公《自序》曰：‘天

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纪》。汉兴五世，隆在建元，作《今上本

纪》。’可知纪中必不作毁谤语，只残缺失传耳，岂削之哉！且《封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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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准》诸篇，颇有讥切，又何以不削？而其余八篇，不尽是讥切，非关

汪怒削，又何以俱亡？” 师韩《韩门缀学》卷二、桂馥《晚学集》卷四

中对“削书说”不可信的问题也有详细论述。清人的这些说法是很有

道理的，《史记》卷帙浩大，而且经常单卷别行，同其他古书一样，在流

传过程中产生残缺是在所难免的，未必与政治有联系。正如李长之

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所说“：为什么缺？是触忌被削，还是偶

尔散逸？前者的可能性似乎小。因为就现存的书看，其中触忌的也

仍然不少，讽刺的也已经相当厉害，亡失的几篇也不会更刻毒到什么

地步。偶尔散逸，却比较近情些。这是因为，《史记》一书最初的流

传，是各篇单行的，散逸的几篇（假如真有散逸），也许是受了自然淘

汰的结果。”

《史记》有“十篇之缺”的说法始于班氏父子，《汉书 艺文志》中

说：“《太史公》百三十篇。 司马迁传》及《后汉！篇有录无书。”《汉书

书 班彪传》中也都提到《史记》“十篇缺”的问题。但亡缺原因及内

容，《汉书》中没有提到，后世学者对此多有考证和论述。

“有录无书”的十篇，究竟是司马迁尚未完成，还是在流传过程中

遗失的，对此历代学者说法不一。三国魏张晏在其《汉书音释》中讲：

“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

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

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

陋，非迁本意也。”张晏书今已不传，《史记集解 太史公自序》及颜师

古注《汉书 司马迁传》时，都引用了他的说法，即认为在司马迁去世

后，《史记》有十篇亡缺，后由褚少孙进行了续补。在张晏说法的基础

上，南宋陈振孙指出“：今案此十篇者皆具在，褚所补《武纪》全写《封

禅书》，《三王世家》但述封拜策书，二列传皆猥釀不足进。而其余六

篇，《景纪》最疏略，《礼》、《乐书》誊荀子《礼论》、河间王《乐记》。《傅

①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七，中华书局 年 月版。

②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六章，三联书店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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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列传》与《汉书》同，而《将相年表》迄鸿嘉，则未知何人所补也。”①

他继承了张晏提出的《史记》十篇全亡，有录无书的说法，只是对所亡

十篇是褚少孙根据其他书籍资料所补，还是另有他人补缺的问题，作

了进一步的探讨。

古唐代刘知几认为《史记》是未成之作，他在《史通 今正史》中

说“：至宣帝时，迁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录

而已。元、成之间，会稽褚先生更补其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

《龟策》、《日者》等传，辞多鄙陋，非迁本意也。”认为司马迁生前只列

出了十篇的题目，而没来得及完成。司马贞在《补史记序》中的说法

与刘知几类似，认为司马迁是“遭逢非罪，有所未暇，故十篇有录无书

是也”。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还进一步指出后人所补各篇的来历：

纪》取班书补之，《武纪》专取《封禅书》，《礼书》取荀卿《礼论》，

《乐》取《礼 乐记》，《兵书》亡，不补，略述律而言兵，遂分历述以次之。

《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缉此篇，何率略且重，非当也。《日者》不能

记诸国之同异，而论司马季主。《龟策》直太卜所得占龟兆杂说，而无

笔削之功，何芜鄙也。”认为后人补《史记》只是拼凑一些文字来凑足

篇数，并没有理解司马迁确立各篇名目的真正目的，从而使得后代所

补的《史记》各篇内容芜杂，没有可取之处。

根据司马迁自述来分析，司马迁生前应该已亲手完成了《史记》。

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

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太史公自序》中也讲：

“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

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

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

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

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

《太史公书》。”已提到了《史记》的具体篇数和字数，那么《史记》全书

应该已经完稿。

“《景

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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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赵翼对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年代及写作过程有详细考证“：司

马迁《报任安书》谓：‘身遭腐刑，而隐忍苟活者，恐没世而文采不表于

后世也。’论者遂谓迁遭李陵之祸始发愤作《史记》，而不知非也。其

《自序》谓，父谈临卒，属迁论著列代之史。父卒三岁，迁为太史令，即

之书。为太史令五年紬石室金匮 ，当太初元年，改正朔，正值孔子《春

秋》后五百年之期，于是论次其文。会草创未就，而遭李陵之祸，惜其

不成，是以就刑而无怨。是迁为太史令，即编纂史事，五年为太初元

年，则初为太史令时乃元封二年也。元封二年至天汉二年遭李陵之

祸，已十年。又《报任安书》内谓‘安抱不测之罪，将迫季冬，恐卒然不

讳，则仆之意终不得达，故略陈之。’安所抱不测之罪，缘戾太子以巫

蛊事斩江充，使安发兵助战，安受其节而不发兵。武帝闻之，以为怀

二心，故诏弃世。此书正安坐罪将死之时，则征和二年间事也。自天

汉二年至征和二年，又阅八年。统计迁作《史记》，前后共十八年。况

安死后，迁尚未亡，必更有删订改削之功，盖书之成凡二十余年也。”

他认为司马迁作史是在“为太史令五年，当太初元年，改正朔，正值孔

子《春秋》后五百年之期，于是论次其文”，司马迁是要继承其父遗志，

效法孔子作《春秋》而开始《史记》写作的，一般人认为司马迁是在遭

李陵之祸以后才发愤作《史记》是不正确的。他又结合《报任安书》的

内容进行分析，认为司马迁写《史记》前后共历时二十余年，在如此漫

长的时间里，司马迁已全部完成了《史记》，而且《史记》已是经过司马

迁自己“删定改削”的成熟之作，不可能是草创未就。

对于《史记》亡缺的篇目，各家也说法不一。如宋吕祖谦认为《史

记》亡佚的只有《武纪》一篇“：以张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史记》，或其

篇俱在，或草具而未成。惟《武纪》一篇亡耳。” 清梁玉绳又提出亡

书“十篇乃七篇之讹”的说法“：盖《史记》凡缺七篇，‘十篇’乃‘七篇’

之讹，故《两汉书》谓十篇无书者固非，而谓九篇具存者尤非也。七篇

①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司马迁作史年岁》条，中华书局 年版。

②吕祖谦《东莱别集》卷十四“辨《史记》十篇有录无书”条，中华书局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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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今上本纪》一，《礼书》二，《乐书》三，《历书》四，《三王世家》五，

《日者传》六，《龟策传》七。或问以十篇为七篇之讹何据？曰：《史》、

《汉》中‘七’‘十’两字互舛甚多，并辨见各条。而其所以误者，篆隶字

形相似 孔和碑》三月二十七日是已。”①，《隶释

各家之所以对《史记》的亡缺产生如此众多的分歧，是因为班氏

父子反复申明《太史公书》十篇有录无书，而今本《史记》十篇俱在，这

也是各家对《史记》具体残缺篇目产生分歧的根源所在。尽管对所亡

篇目及原因各家说法不一，但《史记》开始流传时就有残缺亡佚却是

不争的事实。至于亡缺各篇的具体情况，应该从《史记》本身入手，进

行具体分析。李长之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说“《史记》有零星

的补缀，却无整篇的散亡。《史记》每一篇中都不免有点假，但每一篇

也都有一部分真。它像陈年的古董一样，修补和锈蚀是不免的，但原

物的神态却也始终古意盎然，流动在每一部分里。”这种说法虽没有

确凿的材料依据，但这种大胆的推论，也给了我们一些启发：只有从

《史记》全局出发，对一些具体篇目和相关问题作较为深入的探求，才

能真正搞清《史记》亡缺的问题。

各家在谈到《史记》补缺之作时，都提到了褚少孙，与汉代续补

《史记》的十几家不同，褚少孙可以算是真正补《史记》之缺的，他所补

的文字与《史记》相辅而行，并以“褚先生曰”标明，以有别于司马迁

《史记》的原文。如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说“：后进好事儒者褚少

孙曰：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故复修记孝昭以来功臣侯者，编于

左方，令后好事者得览观成败长短绝世之适，得以自戒焉。”在《滑稽

列传》中说“：窃不逊让，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编之于左。可以览

观扬意，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

章。”说明自己补作的目的，并没有要和《史记》合为一体之意。

褚少孙十分喜爱《史记》，在宫中做郎官时，他有机会读到皇家所

藏《史记》的副本。他在《三王世家》中提到“：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

学为侍郎，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求其

①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七，中华书局 月年 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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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家终不能得。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令

后世得观贤主之指意。”《龟策列传》中说“：褚先生曰：臣以通经术，受

业博士，治《春秋》，以高第为郎，幸得宿卫，出入宫殿中十有余年。窃

好《太史公传》。⋯⋯臣往来长安中，求《龟策列传》不能得，故之大卜

官，问掌故文学长老习事者，写取龟策卜事，编于下方。”这说明他对

《史记》各篇非常熟悉，并根据自己多方找到的资料以及在宫中听到

的轶事传闻，将其中有价值的部分补进《史记》。《外戚世家》中提到：

“褚先生曰：臣为郎时，问习汉家故事者钟离生。”《田叔列传》中讲：

“褚先生曰：臣为郎时，闻之曰田仁故与任安相善。”《日者列传》中说：

“褚先生曰：臣为郎时，游观长安中，见卜筮之贤大夫，观其起居行步，

坐起自动，誓正其衣冠而当乡人也，有君子之风。”在补《三王世家》

时，他也提到自己是“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

见的。而且他之⋯⋯”这说明褚少孙所补之事很多是他亲身所闻 尽

量收集各方面的材料，并尽量揣测司马迁的本意，使其续补的部分基

本符合《史记》的风格。

对褚少孙所补《史记》的评价历来说法不一，继张晏“元成之间，

褚先生补缺，⋯⋯言辞鄙陋，非迁本意” 的说法之后，很多学者对

褚少孙所补《史记》持否定态度。张守节在注《龟策列传》时说“：《史

记》至元成间十篇有录无书，而褚少孙补《景》、《武纪》、《将相年表》、

《礼书》、《乐书》、《律书》，《三王世家》，《蒯成侯》、《日者》、《龟策列

传》。《日者》、《龟策》言辞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王鸣盛《十七

史商榷》卷一《褚先生补史记》条说“：而褚所补，亦惟《武纪》，其余特

附益于各篇中如赘疣耳。《武纪》之补，固属可笑，其余皆鄙琐无谓，

或冗复混目⋯⋯惟《外戚世家》有数句可取。”这些观点多为诋毁之

词，失之偏颇，代表了一些学者对褚少孙所补《史记》的态度。

也有一些学者对褚少孙所补《史记》是肯定的。明代张溥《汉魏

六朝百三家集题辞 褚先生集》评价说“：读其所记景帝王后，武帝尹、

邢两夫人，与梁王、田仁、任安诸逸事，及滑稽六章，日者、龟策二传，

《汉书 司马迁传》颜师古注引，中华书局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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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综尔雅，状形貌，缀古语，竟有似太史公者。⋯⋯予为采列独出，使

世知龙门而下，扶风而上，尚有褚生，以当史家小山云。”张溥把褚少

孙与司马迁及班固相提并论虽不恰当，但对褚少孙所补《史记》“状形

貌，缀古语，竟有似太史公者”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清人王昶在

《春融堂集》卷四三《书褚先生史记后》中说“：少孙，颍川人，仕元、成

间。韦棱云：梁相褚大弟之孙，宣帝时为博士，寓居于沛，事大儒王

式，续《太史公书》。其纪霍光家世，闻之方士考功，纪外戚，问钟离

生，记梁孝王，问宫殿中老郎吏，编三王封策，取之长老好故事者。虽

芜杂不经，亦可谓多识前言往行矣。”对褚少孙的学识及其补《史记》

时多方搜集材料的情况有所论述。

褚少孙学识渊博，他在细心研读《史记》的基础上，对司马迁的著

史本意及文章风格都有较准确的把握。再加上他所处年代距离司马

迁写作《史记》还不太遥远，他在宫中任郎官时，还可以亲身去访问一

些当时还健在的历史的见证人，从而使其所补《史记》各篇能够较真

实客观地记载史实。由于《史记》在流传中确有残缺，《史记》在记事

方面也有疏漏之处，所以褚少孙的补作在保持《史记》全书的完整性

和补《史记》原书之缺方面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而且在今天所看到

的褚少孙补作的各篇中，不乏精彩的叙述，如其所补《滑稽列传》中的

“西门豹治邺”一段，就成为至今仍广为传诵的名篇。所以对褚少孙

所补各篇不能一概否定，而应从记载史事是否真实，文章风格是否与

《史记》统一等方面去具体分析。

《史记》流传后，除去有学者专门续写武帝以后的西汉史，以及褚

少孙增补亡缺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后人有意识地对《史记》内容进

行了改动。郑樵《通志》卷五下中讲“：臣谨按：张晏曰：自《景帝》至

《平帝本纪》皆王莽时刘歆、扬雄、冯衍、史岑等所记。惟《武帝纪》，迁

没，其书残缺，褚少孙补之，所谓褚先生是也。”这里郑樵引用张晏的

说法，认为刘歆、扬雄等人对《史记》内容作了改动。康有为在《新学

伪经考》中对刘歆篡改古书之事详加考证，其中也提到《史记》被窜乱

的问题。崔适在《史记探源》中也提到《史记》中多篇都有被窜乱的可

能“：适案：今之篇目篇文，不但非太史公之旧，亦非班固、张晏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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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今十篇皆补，无一缺者，转视班、张时为备矣，其可信耶？正足为

残缺益多之反比例也。《武纪》等篇，亦非褚先生补。八书皆赝鼎，斤

斤于《兵书》、《律书》之辨，枉寻直尺而已。惟《景纪》、《傅靳列传》转

不似缺，今姑舍是，证其为通篇皆伪者二十有九：《文纪》、《武纪》、《年

表》第五至第十、八《书》、《三王世家》、《张苍》、《南越》、《东越》、《朝

鲜》、《西南夷》、《循吏》、《汲郑》、《酷吏》、《大宛》、《佞幸》、《日者》、《龟

策》等十二列传是也。唯《年表》第五至第九，当是褚先生补，余皆非

才妄续。”这里提到的后人有意识地增补和改动《史记》的情况，使得

原本就很难搞清楚的《史记》残缺和续补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如果

刘歆等人有意窜乱古史以为己用的情况真的存在的话，那就更是增

添了辨别《史记》各篇真伪的难度。但因崔适、康有为都是以今文家

的观点去作论断，所以其观点是否可信应认真考虑。此外还有一种

情况就是读史者在读《史记》时把自己的心得或其他资料随手写在篇

后，被后代读史者又当作《史记》原文而抄入正文中，无意之中窜乱了

原作。

二《、史记》书名的由来

《史记》书名的由来是历来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书的名目，不

管是他人所定，还是作者自己命名，都必有一定的原因，《汉书 艺文

志》中讲“：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

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由此可

知“，史”是古代负责是记录帝王言行的官吏，清孙星衍在《尚书今古

文注疏》卷十七中引郑玄注说“：太史、内史，掌记言行。”由此可知古

代的史官有左史、右史、太史、内史之分。《孟子 离娄》中说“：晋之

《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史官所记之史的名称因地域

不同而各有差异，但如果加以总名或通称，都可称之为“史记”，因为

都是各国史官的记录。所以，最初“史记”二字应是史书的通称而不

是专指某一史官的记录。

在司马迁书中“史记”二字也是经常见到的，如：

《周本纪》“：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 张守节《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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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诸国皆有史以记事，故曰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序》“：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

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

以上两条所提到的“史记”都是指周室所藏的史书。

《十二诸侯年表序》“：（鲁君子左丘明）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

语，成《左氏春秋》。”这里的“史记”指《春秋》。

《六国年表序》“：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

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

独藏周室，以故灭。”这里的“史记”是指各诸侯国史书。

《天官书》“：余观史记，考行事。”这里的“史记”是指汉代史

书。

《陈杞世家》“：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曰：贤哉楚庄王！”

《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

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

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十二诸侯年表序》“：（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文。”

这三处提到的《史记》都是指鲁国史书。

《太史公自序》“：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

放绝。“”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 史记石室金匮之书。? ”

这里的“史记”是泛指先秦至汉初的史书。

以上所引这些篇章里提到的“史记”，都是指先秦或汉代的史书，

可见“史记”是汉代以前对各国史书的通称。所以司马迁为了有别于

这一通称，就不会再以“史记”命名其书了。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

字，为《太史公书》。”为什么司马迁要自定书名为《太史公书》，以及

其中“太史公”的含义，历来存在争议。

因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先讲“谈为太史公”，后又说“：卒三

岁而迁为太史令”，很多人据此认为太史公是司马迁对其父的尊称。

颜师古《汉书 司马迁传》注中讲“：谈为太史令耳，迁尊其父，故谓之

为公。”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中继承了这一说法“：非三公不得称



第 16 页

公。⋯⋯太史公者，司马迁称其父谈，故尊而公之也。”与这种说法相

对，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太史公”是别人对司马迁的尊称。裴骃《史记

集解》引韦昭《汉书音义》的说法“：说者以谈为太史公，失之矣。《史

记》称迁为太史公者，是外孙杨恽所称。”《史记索隐》引桓谭的说法：

“而桓谭《新论》以为太史公造书，书成示东方朔，朔为平定，因署其

下。太史公者，皆朔所加之者也。” 都认为《太史公书》中的“太史

公”是指司马迁。另一种折中的说法是太史公为官名，司马谈和司马

迁父子两人先后担任了这一官职。《史记集解》引如淳的说法“：《汉

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

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

已。” 《史记索隐》引虞喜《志林》“：古者主天官皆上公，自周至汉，

其职转卑，然朝会坐位犹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属仍以旧名，尊而称

公，公名当起于此。” 清梁玉绳继承了这种说法“：但一部《史记》均

称太史公，惟《自序》中‘迁为太史令’一句称令，然《正义》引《史》作

‘公’，疑今本传讹，或依《汉书》改，岂尽恽增之耶？《索隐》以为姚察

非之矣。盖太史公是官名，卫宏汉人，其言可信，《西京杂记》、《隋书

经籍志》、《史通 史官建置篇》、宋三刘（敞、攽、奉世）、《两汉刊误》并

同卫宏也。” 但《汉书 百官公卿表》中没有提到“太史公”这一官

名，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

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可见当时太史公的地位并不

像如淳等人所说的“位在丞　相上”，晋灼、臣瓒、宋祁等都以此为依据

驳斥太史公为官名的说法。此外，还有与太史公是官名的说法相类

似的一些说法，如太史公为太史令之尊称，太史公为官府之通称，及

太史公为太史官之假借等说法，在此不一一赘述。

孝武本纪索《史记 隐》，中华书局 年版。

《史记 太史公自序集解》，中华书局 年版。

《史记 孝武本纪索隐》，中华书局 年版。

④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中华书局 年 月版。

《汉书 司马迁 年版。传》引，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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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自序》中记述司马迁与壶遂谈到其著书之意时说“：先人

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

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

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说明司马迁是以周公、孔子自比

的。而之所以定书名为《太史公书》而不称《太史公春秋》，钱大听在

《廿二史考异》卷五中解释说“：按：子长述先人之业，作书继《春秋》之

后，成一家言，故曰《太史公书》。以官名之者，承父志也。以虞卿、吕

不韦著书之例言之，当云《太史公春秋》，不称春秋者，谦也。”除自谦

之意外，恐怕还是因为司马迁要在《春秋》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虽然

司马迁是要效法孔子作《春秋》而作《史记》，但他还是有所顾忌的，所

以在壶遂将其著述与《春秋》相提并论时，他赶紧否认“唯唯，否否，不

然⋯⋯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

谬矣⋯⋯”司马迁著《史记》，是要通过对具体事实的记述来表明自己

的思想和史观，并不完全像《春秋》那样蕴涵微言大义，所以也没有必

要以“春秋”命名其书了。

尽管对《太史公书》中“太史公”的含义说法不一，但有很多材料

表明，两汉之际人们对司马迁所著书的叫法多与“太史公”有关。如

《论衡 对作》中讲“：《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

矣。”《汉书 宣元六王传》记载“：（刘宇）后年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

史公书》。”《后汉书 班彪传》中说“：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

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

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后汉书 杨终传》记载“：（终）

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都称司马迁所作史书为《太史公

书》。

《汉书 杨敞传》中说“：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应

劭《风俗通、皇霸篇》中说“谨按《战国策》、《太史公记》”，称司马迁所

著书为《太史公记》，这里的“记”与“书”是同义词，都有“著录”的意

思。

《汉书 艺文志》在《春秋》家下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冯商

所续《太史公》七篇”，都省去了“书”字。从同见于《汉书》的《太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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